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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u Yao

刘 　耀 　 法庭科学 、法医毒物分析专家 。
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曲县 。
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 。 公安部物证鉴定
中心研究员 。 多年来主持参加完成了 １５ 项重
大科研项目 。 参与制定“七五” 、“八五” 、“九五”
和 １０ 年刑事技术发展规划 。 主编枟中国法医学
杂志枠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２ 项 ，国家科
技大会奖 １ 项 ，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 ，二
等奖 １ 项 ，三等奖 ２ 项 。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
程院院士 。

我认为写自述 ，不是颂扬自己 ，也不单单是
对自己的回忆 ，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写自己人生
的经历 、奋斗历程 ，总结出经验和教训 ，给后来
者一些启发和借鉴 。 这就是我写自述的目的 。

我叫刘耀 ，原来我的名字叫刘棹（音同赵
字 ，繁体写法是木字加翟字） 。 我的父亲是旧制
高级小学毕业 ，在当地的县城里当时算是有文
化的人 ，他信命 ，我出生后他找算命先生给我
“称命” 。算命先生说我的命很好 ，但稍有点缺
“木” ，所以给我取名时要有一个“木”字旁的字 ，
所以起名为刘棹 。我上小学后同学们把棹读为
“少” ，听起来不好听 ，所以我没有经过父亲批准
就改为了刘耀 。 过了一段时间 ，我的父亲也没
有强烈反对 ，于是就一直这样用了 。

我生于 １９３７ 年农历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，公历 １１
月 ２３ 日 ，出生在山西省河曲县城关镇 。 我的家
乡是 １９４０ 年八路军解放的 ，我的小学 、童年时

期是在解放区度过的 。 打我记事就处在一个战
乱的年代 。我的家乡在黄河边上 ，隔河与陕西
省的府谷县 、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准噶尔旗（缓远
省）相望 。 这两个县当时由国民党军队占领 ，我
们称敌占区 。 当时国共两家的地方部队经常交
火 、战斗 。 夏天由于有黄河水障 ，比较安静 ，冬
天黄河封冻 ，这样两家不时就打起来了 。 我记
得 ，我们家的窗户晚上要挂厚厚的毛毡 ，以便挡
光和防止枪弹打入房间伤人 。父母亲拉着我上
山逃难 ，躲避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是常有的事 。
因为战乱 ，这个地区学校都停办了 。 １９４５ 年我
已经 ８ 周岁了 ，还没有学上 ，只能在家中由我父
亲教我语文和算数 。 １９４６ 年父亲为我找了一
家私塾 。 １９４７ 年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 ，斗地
主 ，私塾被解散了 ，老师被斗死了 。于是我又回
到了家中 ，由父亲教我 。

１９４８ 年春天 ，土改后 ，黄河对岸的陕西 、内
蒙解放了 。我们那个地区也不打仗了 ，解放区
恢复了学校 ，我开始上我们县城的小学 ，时年
１１岁 。由于读书求学艰难 ，父母亲都鼓励和督
促我要好好念书 。 学校恢复后 ，开学编班 ，通过
考试 ，我没有念一 、二 、三年级 ，一开始就上了四
年级 。 从这年正式上学到小学毕业 ，即 １９５１年
春天 ，当时实行的是春季毕业的学制 。 这期间
学习任务很重 ，又处于全国解放时期 ，所以政治
活动多 ，加上我们那地区 ，一贯道邪教搞破坏活
动 ，学校集体住宿 ，整晚整晚不能入睡 。 学校组
织学生防控一贯道的活动 ，白天只上半天课 ，其
余时间到大街上做宣传 ，揭露一贯道的破坏活
动 ，使群众 、老百姓知道一贯道宣扬迷信 ，破坏
社会的安定 。

紧接着是 １９５０ 年抗美援朝的宣传 。 学校
组织学生到乡下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。我
印象最深的是老百姓的贫困 。我们宣传小组是
在一个名叫唐家会的村子 ，距县城 ７ 华里 ，大家
住在村政府的办公室 ，吃饭在农民家 ，由村政府
付钱 。 一天早晨 ，我被一个姓吕的村民领到家
里吃早饭 。他家有 ５口人 ，除两个大人外 ，有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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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孩子 ，一个十五六岁左右的姑娘 ，一个七八岁
的小姑娘和一个 ３岁左右的男孩 。 当时正是农
历正月 ，公历 ２ 月份左右 ，晚上气温零下 ２０ 度 ，
白天零下 １０ 度 。 屋内倒是暖和的 。 但据女主
人讲 ，家中 ５个人只有两条棉裤 ，男主人到外边
干活穿一条 ，另一条是女主人和大女儿轮着穿
的 。 当时听了女主人的话 ，看着他们全家人 ，心
中十分难受 ，想到解放区解放已经十年了 ，还有
这样的贫困家庭 。 回到家中 ，我向我父母讲了
这一家的情况 ，父亲说这几年老是战乱 ，刚刚不
打仗几年 ，土地改革才两三年 ，穷人一下子还翻
不过身来 ，当然吃穿就困难了 。 我虽然没有经
历过贫困 ，但通过这一家贫困生活状况 ，对旧社
会的穷人处境有了更深的认识 。

１９５１ 年春季 ，学校动员我们考山西省五寨
县师范学校初级师范班 。因我父亲曾当过一年
的小学教师 ，他说当教师责任大 ，工作难 ，当好
了很不容易 ，我们家的人又不是混日子的人 ，所
以当时我的父亲不主张我考师范 ，我本人也希
望考中学然后上大学 。 但当时正值“三反五反”
运动期间 ，我父亲是一个县合作社的经理 ，出于
政治上的压力 ，我还是上了师范学校 。 后来由
于我感染了伤寒病 ，在家休息 ，一直没有去学校
报到 。 １９５２ 年我补学一年考上了河曲初级
中学 。

在小学阶段 ，边玩边学习 ，思想是很盲目
的 ，只知道按父母的要求学习 。 但这一段时间 ，
社会动荡比较大 ，自己也感到求学很难 ，所以正
式上了小学后 ，也特别珍惜这种学习环境和
机会 。

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，开始了自己的初中生涯 ，这
时我已经 １５岁了 ，比正常上初中的同学年龄大
两岁 。 当然 ，在我们那个地区 ，当时也有 ２０ 多
岁已经结婚生子的初中学生 。 由于是县里第一
所中学 ，也是周围三个县第一次有中学 ，所以 ，
老师都是由省城选调来的优秀教师 ，加上我们
河曲县的老百姓重视教育 ，初中毕业学生的质
量是比较高的 。 那时学校在期考放假前 ，总要

张榜公布学生考试的分数 ，我在班里是第一 ，在
全年级也是第一名 。 １９５５ 年 ，第一届初中毕业
两个班 １００多人 ，大部分同学直接就参加了县
里各行各业的工作 ，因为当地有文化的人比较
短缺 ，只有 ５ 个同学包括我考上了范亭中学高
中班 。

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，开始了高中学习 。 高中学习
期间有三件事印象比较深 。 一是 １９５７ 年的反
右派斗争 。记得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高造国被
划成了右派 ，有关他的大字报和污辱他的漫画
都贴到了我们的教室 。 其中一张 ，我现在还记
忆犹新 ，那是一张漫画 ，画他流着眼泪 ，但把眼
泪全画成了烟幕和炸弹 。 就在这期间 ，他仍然
给我们上物理课 ，教室中的漫画和大字报他也
都看到了 ，但他反应并不大 ，就是有一点不高
兴 。 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是他对学生要求严格 ，
上物理实验课时他一个组一个组看我们做实

验 ，有时手把手教我们 ，提的问题答不上来 ，他
就生气 ，态度不好 ，但他讲课讲得很好 。 我们认
为他有知识 ，有水平 ，平时看起来有点傲气 ，除
此之外 ，没有什么可指责他的 。 报纸上说右派
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，我们同学中议论 ，高老师有
点傲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？ 当时我们对反
右派的认识还很浮浅 ，对高老师都有一种同情
的心理 。

第二件事感受比较深的是学校组织我们学

生打麻雀 。放寒假学校要求我们每人至少消灭
３０ 只麻雀 ，我们都觉得很困难 。 回到家后 ，我
的一个邻居教我说可以毒杀麻雀 ，把用马前子
（是一种有毒物质）煮的水 ，浸泡小米 ，晾干后用
作诱饵 ，下雪后 ，扫干净一块地方 ，然后散上浸
泡过的小米等麻雀来吃 。 果然效果很好 ，几次
就毒杀了几十只麻雀 ，完成了任务 。 当时做这
些事情都不知道为什么 ，就是完成学校交给学
生的任务 、十分盲目 ，不过觉得那种方法是很有
趣的 。

第三件事是报考大学时不让一位同学报

考 。 这位同学叫刘冠礼 ，是我们班上的好学生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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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成绩好 ，为人正直 ，年龄比我们大一些 。 后
来我知道 ，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 ，政治上
不可靠 ，所以不让他报名考大学 。 他后来在内
蒙古包头市参加工作 ，前几年还来看过我 。 据
他说 ，后来对他的家庭查清了 ，是政府通知的
他 ，他的家庭是地主 ，但他的父亲早年在上海上
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 ，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
习 ，回国后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，因叛徒出卖 ，被
国民党杀害 ，但他家一直不知道 ，直到“文革”期
间才知道此事 。 可见 ，当时那种“左”的思想确
实很严重 ，也耽误了一批学生 。

１９５８ 年 ，报考大学 。 选什么专业好 ，我当
时并不大清楚 ，因为我的文科 、理科成绩在班内
都在前边 ，报考文科理科都能考上大学 。 从当
时的形势看 ，上大学是没有问题 ，因为当年高考
录取的名额是全国 １０万人 ，但当年高中毕业生
只有八九万人 ，所以当年动员有同等学力的在
职工作人参加高考 。 对我来说 ，选择专业倒成
了问题 。我的父亲对我说 ，我们家是中医世家 ，
我的爷爷 、我的父亲到我都是一个男孩 ，当医生
掌握不好收费的问题 ，就容易缺德 ，所以不主张
我考医学专业 ，而政府部门从事财会工作的人
员容易贪污 ，他说常在河边走 ，哪能不湿鞋 ，所
以也不主张我报考财经专业 。 除了这两个专
业 ，他对我报考文科 、理科都没有什么意见 ，说
你喜欢什么专业就报考什么专业吧 ，于是我就
考取了内蒙古大学的化学系 。 到我的下一代 ，
违背了我父亲的意见 ，我的一个儿子毕业于上
海财经大学 ，学的是财会专业 ，另一个儿子毕业
于协和医大 ，是病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。 我想社
会在进步 ，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，不能拿昨天
的想法来认识处理今天的事了 。

１９５８ 年 ９月 ，开始了我大学的生活 。 内蒙
古大学是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，除
其他综合大学有的系外 ，学校里有一个其他综
合性大学没有的系 ，即蒙古语言文学系 ，该系的
教师也都是蒙古族教师 。 全校的学生 ，蒙古族
学生占 １／３ ，入学的新生要进行民族政策教育 ，

特别是要求和内蒙古族加强团结 。入校的汉族
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 ，第一学年要学习蒙古
语会话 ，以便和当地少数民族交流 。 我们班内
有汉族 、满族 、回族 、朝鲜族 、蒙古族 ，汉族居多
数 ，蒙古族次之 ，同学们并不依民族区分 。 蒙古
族同学为人厚道 、热情 、诚恳 、乐于助人 。 我本
人对民族问题并不看重 ，哪个民族都有我的要
好的同学和朋友 ，有几位蒙族同学 ，从大学毕业
后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 。

从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６３ 年大学毕业 ，正赶上“大
跃进”和经济困难时期 ，感触也是很深的 。 １９５８
年 ９ 月一入学 ，听说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 ，号召
学校办工厂 ，工厂办学校 ，所以我们一开学不上
课就投入学校办工厂的运动中 。 因为我在化学
系 ，所以系里让参加系办硫酸厂 ，参加基建和一
些打杂的工作 。 不久又把我调到了硫铁矿采购
组 ，我们的任务是到矿上订购硫铁矿 ，并将硫铁
矿运到大学硫酸厂 。据说硫酸厂的生产能力是
开工后日产 １２５ 公斤硫酸 ，但试车四次 ，两周 ，
一次也没有出硫酸 。 大家坐下来找原因 ，都说
不清楚 。 到了 １０ 月底 ，学校要投入大批的人员
到呼和浩特市北城墙炼钢 ，实际上叫土高炉炼
钢 。 学生 、老师分为三班 ，由于我的身体好 ，分
配我到供料组 ，负责烧焦碳 、运矿石 ，一直到 １２
月中旬 。 同学 、老师干得很卖劲 ，每个人都很努
力 ，但我看到炼出来的 ，流的红红的铁水 ，经检
验都不合格 ，而在战报上看到的则是高炉成功
出铁 。 这一年 ，学校没有放寒假 ，因为学校办工
厂 ，大炼钢铁 ，耽误了三个多月的上课时间 ，不
放寒假是要把耽误的课补上 。第二学期的课程
安排得特别紧 ，星期天也很少休息 。 大学第一
学期没有上课 ，第二学期相当于第一学期 ，因此
我也特别努力 ，因为这是大学的开始 。 但当时
脑子平静下来也想 ，上大学就是这样 ，一开学就
是劳动办工厂 ，然后是没日没夜地大炼钢铁 ，难
道这样才能学到知识 ？ 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的脑
海中回旋 。以后好长时间才知道当时学校办工
厂 、大炼钢铁是“大跃进”的产物 ，以今天的观点
·０８５·



医药卫生学部 刘 　 耀

来看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浮躁 。
大学的第一 、二年学习还是比较紧张的 。

１９６０年开始国家经济困难时期 ，吃饭要定量发
粮票 ，男同学每月 ３５畅５ 市斤 。 由于供给的油
少 、肉少 、菜少 ，所以只吃这 ３５畅５ 斤粮食 ，一个
大小伙子确实不够吃 。 现在的人怎么也理解不
了当时的困难 ，理解不了当时饿肚子的滋味 。
星期天就在宿舍里 ，几个同学到校外或郊区买
一点菠菜 ，再买一瓶酱油 ，把菠菜洗干净后放在
开水壶中 ，宿舍没有办法煮 ，就多换几次开水 ，
也相当于煮菠菜 ，拿出来后调一点酱油吃一顿 。
当时因为有的同学吃不饱 ，发生浮肿 ，为了减少
能量消耗 ，学校就决定上半天课 ，下午不上课休
息 。 这一年的暑假比往常长 ，平常暑假是 ５ 周 ，
这次是 ８周 、２个月 ，让大家回家适当参加一些
劳动 ，做一些社会调查 。 我回到家中 ，找到公
社 ，说明学校要求我们参加劳动 、做社会调查 ，
公社便安排我到离我居住的县城最近的生产

队 ——— 城关公社北园大队第 ５ 生产小队 。我和
社员一起劳动 ，一起出工 ，大队也给我记工分 。
慢慢我和社员熟悉了 ，他们的思想朴实 ，谈话真
实深刻 。他们说 ，１９５８ 年当地雨水好 ，风调雨
顺 ，所以大秋作物收成好 ，但容不得社员收割 ，
让社员大炼钢铁 ，给钢铁之帅让路 ，所以白天晚
上炼钢铁 ，没有时间收割 ，到冬天下大雪后 ，成
熟的庄稼都烂到了地里 ，所以 １９５８ 年是丰产不
丰收 ，１９５９年瞎胡闹 ，打着灯笼往地里施肥 ，实
际上是往地里抛灰渣 ，把好好的庄稼给上死了 ，
还说“人有多大胆 ，地有多大产” 。 他们说现在
的困难是人为的 ，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 。 这一
年的暑期 ，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，也开始明白了造
成经济困难的一些人为因素 。

大学毕业前夕有一件事很难忘 。 那是在
１９６３年的春天 ，有一位同学无意中看了另一位
同学的日记 。 日记上大概写了当时班上一位工
农速成中学的同学（这位同学是化学系学生党
支部的书记） ，在班上有霸道 、目中无人的一些
表现 。 这位同学看了日记后 ，就报告了那位支

部书记 ，支部书记又报告了系里 ，说写日记的同
学思想反动 ，对社会不满 。 当然日记里也记了
对 １９５８ 年“大跃进” 、大炼钢铁和困难时期一些
政策的看法 。 于是 ，学校决定要他交出日记 ，交
待自己的反动思想和问题 ，进行审查 ，在毕业前
还开过一次检查批判会议 。 结果大家都毕业
了 ，他被留在学校不给分配工作 ，大部分毕业生
分配工作后 ，才给他分配工作 。 这位同学在“文
革”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，他的爱人因此患病 ，
由于流泪过度 ，如今视力低下 ，到户外活动还需
由人陪伴才行 。 当时 ，我对这事就不同意这么
做 。 班里的同学每人都要轮着看他 。 当时我给
写日记的人说 ，这事不会有问题 ，对问题有看法
是正常的 ，你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，放宽心 。
现在这位同学谈起这事 ，还感谢我当时在思想
上给他的同情和支持 。

我是 １９６３年 ７ 月大学毕业的 。 那时大学
毕业生包分配 ，工作不发愁 ，组织分配 ，和现在
不一样 。 现在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双向选择 ，
用人单位可以选你 ，你也可选用人单位 ，这样对
学生来说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，你可以选你最喜
欢的职业 ，发挥你的才智 。 当时毕业只有学校
安排 ，对我们毕业生来说没有选择 。 大约是
１９６３ 年 ６ 月份 ，当时已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 。
一天学校保卫处找我谈话 ，通知我公安部来学
校选调大学生 ，我已被选到公安部工作 ，也没有
征求我的意见 ，只告诉我报到日期和报到地点 。
就这样 ，８ 月中旬 ，我到了公安部沈阳人民警察
干部学校 ，地点在沈阳市塔湾区 ，从规模上看不
小 ，建筑楼房也不少 ，但院子内都种玉米 ，１９６３
年刚刚恢复开学 ，当时看不出来是一所学校 。
我被分配到了技术教研室 。 这个学校有消防教
研室 、户口教研室 、交通教研室 、警犬教研室和
马列主义教研室 。 我在的技术教研室是由沈阳
人民警察干部学校的技术研究室和司法部上海

司法鉴定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技术教研室 。 由于
司法部撤销了上海司法鉴定研究所 ，人员和仪
器设备都移交公安部 ，就合并到了公安部沈阳
·１８５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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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警干校 。 这个技术教研室下设法医组 、毒物
分析组 、痕迹检验组 、照相组 、文件检验组 。 我
是化学系毕业的学生 ，自然就被分配到了毒物
分析组 。当时 ，我对公安科学技术和公安教育
工作 ，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，毕业离校时同学们
欢送我走上公安工作岗位 ，大家都说我去抓小
偷 、站交通岗去了 ，这就是人们对公安工作最直
观的印象 。

实验室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化学实验室 ，没
有什么仪器设备 。 进实验室后 ，先看别人如何
工作 ，向老同志学习 。 对自己参与化验的第一
起案件 ，至今仍记忆犹新 。那是一桩杀妻案 ，男
子把砒霜放在药汤里 ，毒死了自己的妻子 。 砒
霜即三氧化二砷 ，农业上常用来杀虫 、毒鼠和灭
钉螺 ，工业上常用在毛皮生产中消毒 、防腐 、脱
毛 ，玻璃工业中用于脱色剂 ，日常生活中砒霜常
用于他杀或自杀 。 砷中毒一般都是由口服引
起 ，大量砷化物进入体内 ，数小时内就可造成死
亡 ，症状酷似霍乱或重症胃肠炎 。 法医工作者
在检验怀疑砷中毒案件时 ，一般提取其呕吐物 、
指甲 、骨骼为化验材料 。 这桩杀妻案开棺验尸
时 ，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 ，尸体已化为一摊肉
泥 ，化验前需要将肉泥用盐酸和硫酸煮去除有
机组织 ，那味道难闻极了 ！ 实验时穿的是一件
新的白大褂 ，中午回到宿舍脱掉大褂 ，脱去外
衣 ，满身还都是那种难闻的味道 。 结果中午饭
也没吃 ，躺在床上一直在想 ，这工作还能不能干
下去 ？ 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。 但又想 ，自己刚参
加工作 ，这样就退缩了 ，太没面子 。 曾经一段时
间 ，对于能否长期做这项工作我一直很犹豫 。

一个月后 ，得知自己工作后做的第一个化
验结果 ，对案件侦破起了关键作用 。 那名男子
在证据面前 ，已承认自己下砒霜毒死了妻子 ，并
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。 这时一种完成任务带来的
快乐 ，使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
成就感 。不久 ，我的父亲问起我工作的情况 ，我
向父亲讲了这个案子 。 “这个工作不错 ，是积德
的事 。”父亲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 ，也坚定了我

将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决心 。 此后我一有机
会就看一些案例和法医学方面的书 ，这使我逐
渐改变“公安只是破案抓小偷 ，公安没有技术”
的一些错误看法 ，对公安科技工作有了更深一
层的认识 。

在沈阳人民警察干部学校过了两个月左

右 。 期间一是参加实验室的杂务劳动 ；二是学
校组织的劳动 。 当年 １０月 ，我被派到中国科学
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，带着课题进修 。 大连
化学物理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，有
２ ０００多名研究人员 ，研究人员的水平高 ，图书
资料丰富 ，实验设备精良 ，条件好 ，管理严格 。
我在这里进修了一年半 ，真正学会了如何做科
研工作 ，那里研究人员的钻研精神也给我留下
了很深刻的印象 。 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，除
了在实验室做实验 ，就是在图书馆度过 。 研究
所的制度规定 ，平时上午 、下午和晚上图书馆开
放 ，晚上开放到 １０ 点 ，节假日照常 。 我除了做
实验就到图书馆查资料 ，阅读资料 。 虽然进修
了一年半 ，但对我后来一直坚持学习 ，培养严谨
的工作态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，在那里 ，也坚定
了我做科研工作 、坚持学习的决心 。

１９６６年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 ，我们机
关就不上班了 。 上班也是写大字报 、开批斗会 。
期间 ，不少人造反 ，写大字报 ，批斗当时的领导 ，
整天轰轰烈烈 。 当然大多数人跟着跑 ，也不明
是非 ，别人走他也走 ，别人跑他也跑 。 有些人是
为了个人目的 ，想当官 ，捞资本 。 对这些问题 、
对这些人 ，我没有盲从 。我的准则就是两条 ，一
条是凭良心做人 ，二是我不愿意做那些胡来的
事 。 我当时一个人住着一间小房子 ，于是我就
找机会关起门来学习 。 当时 ，不积极参加写大
字报 ，不积极参加批判会是有风险的 ，特别是关
起门来在家学习英语是会受到批判的 。 我也在
思索 ，这样乱哄哄的形势 ，学英语有何用 ，学好
了又有何用 ？ 但又想 ，学好英语可以很容易地
看外文资料 ，这是搞科学研究必备的工具 。 我
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时 ，由于英语水平不高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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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英语材料的速度慢 ，所以很想改变这种状况 ，
提高英语的水平 。 我相信 ，今后英语肯定会用
得上 。 这样 ，直到砸烂公检法 ，我被下放劳动 ，
我一直在坚持学习 。 刚开始回到农村参加劳
动 ，白天劳动一天 ，晚上很累 ，但我还是坚持学
习英语 ，下雨天不出工我也抓时间学英语 。 有
的社员说 ，你上完了大学 ，不还得回农村当社
员 ，靠劳动赚工分 ，现在学习英语又有何用 ？ 他
们说的 ，从现实社会来看是这个理儿 ，但我还是
坚信社会是前进的 ，知识是有用的 。 实践证明 ，
我学习英语没有白学 ，１９８０ 年国家派我到美国
学习 ，我学的英语就用上了 。

“文革”期间 ，人的道德规范乱了 ，人们分不
清好坏 ，有的人不讲党性 ，也不讲良心 ，为了个
人的利益 ，不惜出卖同志 ，出卖朋友 。 我看到这
些现象不寒而栗 。我自己始终坚信做人要有良
心 。 “文革”初期 ，老干部 、老领导都给打倒了 ，
当时叫靠边站 ，有的还要接受惩罚 。 我想说的
是一位老革命 ，抗战前参加工作 ，“文革”前就是
我们的局长 。 “文革”开始了 ，把他打倒了 ，惩罚
他打扫我们办公楼 ，一 、二 、三楼的厕所和走廊
的卫生 ，把他的办公桌也放在走廊中 。 在当时
的情况下谁敢同情帮助他 ？ 如果同情帮助他就
视为划不清界限 ，也要受到批判 。 我当时也没
有想过什么 ，凭良心 ，我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先把
走廊 、厕所的卫生打扫了 ，这是偷偷干的 。开始
我们的那位局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。 一天 ，他
来得很早 ，我正在打扫厕所时 ，他一见是我 ，当
时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，对笑了一下 。 这件事
在“文革”后我早就忘了 ，但他的女儿在公安部
编的枟历史瞬间枠这本书中 ，就把我在“文革”中
帮助他的父亲（当时是黑帮）打扫卫生写在书中
了 。 这样 ，我们部里的一些人就说 ，刘耀不简
单 ，在那种情况下能帮人是担风险的 ，他敢帮
人 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，那时又没有图什么 ，值
得学习 。

通过我自己的体会 ，要说如何做人 ，我想关
键就是凭良心做人 。 正如秦伯益院士说的“德”

的问题 ，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世界观 、方法论 、
政治方向 、生活道路 、社会公德 、思想品德和职
业道德等方面 。 我们常说要讲政治 ，我个人非
常同意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钟南山院士在接受中

央电台采访时说的“对我们医务人员来说 ，最大
的政治就是为患者（病人）治好病” 。 什么是政
治 ？ 对我们搞科研 、搞教学的人员 ，做好你的教
学工作 、科研工作 ，对我们公安科技人员来讲 ，
做好案件的鉴定工作 ，这就是讲政治 。 当然 ，政
治也包括“德” ，秦伯益院士在他的枟与当代中国
青年谈成才枠中讲“德”很好 。 讲“德”的最后结
束语是引用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上 ，当时主持
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的一段话 ，“科学是艰巨
的 、诚实的劳动” 。 我读了秦院士讲“德”的一段
话 ：“就是在现实社会中 ，确确实实 ，有的人轰轰
烈烈 ，有的人庸庸碌碌 ；有些人勤勤恳恳 ，有些
人懒懒散散 ；有些人为别人创造财富 ，有些人占
有别人的财富 ；有些人死了还受人爱戴 ，有些人
活着就会让人讨嫌 ；有些人是国家栋梁 ，有些人
是社会渣滓 ；有的人流芳百世 ，有的人遗臭万
年 ，关键在于德养成 。”我非常同意秦院士的观
点 。 为什么会这样 ？ 关键在于自己 ，说到底就
是要凭良心做人 ，凭本事做事 。

改革开放后 ，我有了出国学习的机会 。 这
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。 我到美国做访问学
者 ，是 １９８０年的事 。 当时国家改革开放 ，开始
向国外派技术人员学习 ，应该说这是一个机会 。
当时全国报名考英语 ，考上后就派往国外学习 。
我的英语水平是这样的 ，我念初中时学的是英
语 ，高中时学的是俄语 。 大学第一外语学的是
俄语 ，第二外语是英语 ，大学前三年学习俄语 ，
后两年是英语 ，参加工作后用的较多的是英语 ，
就这点水平 。 “文革”开始后 ，我也不参加那些
活动 ，待在宿舍中学英语 ，特别是下放当农民
时 ，更有时间学英语 。 这样 ，出国英语考试我被
选上了 。 当时我周围的几个同事把英语早都忘
光了 ，都不敢报名 。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，机会对
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，关键看你能不能抓住机遇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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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条件具备 ，就能抓住机遇 ，如果不具备条
件 ，有机遇也抓不住 。

１９８０ 年 ７月 ，我被派到美国洛杉矶南加州
大学医学院毒物研究室 ，这个室也是洛杉矶法
医局毒物研究室 。 美国的科学技术先进 ，这是
无可争议的 ，但我在到美国之前 ，并没有这种认
识 。 因为当时从报纸和文件上看 ，我们和美国
差不多 ，甚至很多人都认为用不长的时间或比
较短的时间就能赶上美国 。 在美国两年的学习
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 。 我到洛杉矶机场后 ，洛
杉矶法医局毒物研究室主任那格木尔博士

（George R ．Nakamura Ph ．D）接我 ，车走在高
速公路上突然被一辆警车拦住了 ，命令到路边 ，
问是哪个单位的 ，车是单位的吗 ？ 他回答 ，他是
洛杉矶法医局的 ，开的车是洛杉矶法医局公用
车 。 当时警察就在车上用步话机和办公室的人
联系 ，做计算机数据库查询 ，大约 ３０ 分钟 ，查询
结果出来了 ，证实这个车不是丢失的车 ，允许我
们走 。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这样快就查到了结
果 。 后来才知道 ，当时洛杉矶被盗的车的颜色 、
型号 、车牌号数据都存在了计算机库中 ，有嫌疑
车辆 ，警察就可以查询 。 早在 １９８０ 年 ，美国被
盗车辆的管理查询已采用计算机 ，实际上这几
年我们才有这种计算机管理查询技术 ，比美国
要落后了很多年 。

在美国做两年多的访问学者 ，不仅学识上
有很大收获 ，而且结识了一些学者 ，有的成为了
终生的朋友 。 其中有两位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最
大 。 一位是美国人罗伯特 · 巴迪（Mr Robert
Budd） ，他的老家是美国俄亥俄州（Ohio） ，大学
毕业后服兵役 ，然后来到洛杉矶法医局工作 。
我和他在一个研究室 ，他经常帮助我学习英语 ，
我们两人共同研究了一个项目 ——— 解剖尸体体
液和组织中 （ PCP） 分西可乐丁浓度研究
（Phencylidine Concentrations in Postmortem
Body Fluids and Tissues） ，研究论文发表在美
国临床毒物杂志上（ J Tox icole Clin ，Tox icol ，
１９８７ ．８４３ ８５０ ，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） 。 我们不仅研究

上配合默契 ，而且私交较深 。 巴迪是一个好人 ，
同中国人比较也是厚道人 。 他和他夫人离婚 ，
请我去调解 ，她爱人带着 ３ 个孩子 ，两个男孩都
上中学 ，一个女儿上小学 。 离婚后 ，他还经常接
回女儿 ，去看她女儿 ，实际上这个女儿也不是他
的亲生女 。后来 ，在我回国前 ，他处了一个女朋
友 ，还让我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朋友 ，这个女人
带着两个小孩 。 １９８６ 年 ，我任公安部二所的副
所长时 ，邀请他来中国讲学 ，他带着他的夫人和
两个孩子 。 １９９７年 ，我到美国调研毒品筛选检
测试纸条的生产时 ，他爱人正患癌症 ，由于我和
美方谈判离不开 ，没有去看望他们 ，他夫人给我
打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 ，很想和我这位老朋友
见最后一面 。 我本想第二年专程去美国看望他
们 ，但没有等我再去美国 ，他的夫人已病亡了 。
我一直觉得是个遗憾 。 现在我和他仍有联系 ，
他的两个孩子也想来北京 。 总之 ，他说有我这
位中国朋友感到荣幸 ，我也为有这样一位美国
朋友感到高兴 。 ２００４ 年他再次来中国讲学 ，他
很热爱中国 。

还有一位是我的老师托马斯 · 诺古奇
（Thomas T ．Noguchi） ，他是美籍日本人 。 我
在美国学习时 ，他任洛杉矶法医局局长（相当于
中国一个厅级干部） ，南加州大学医生学会主
席 ，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 。 他对
我的进修学习做了很细致的安排 。 第一阶段 ，
让我在毒物学研究室一个组一个组地熟悉工

作 ，包括碱性药物组 、酸性药物组 、中性药物组 、
生物碱组和无机组 ，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 。 实
习完后 ，就安排我跟研究室主任那格木尔博士
做研究工作 ，期间我先后完成了 ４项科研项目 ，
在美国著名杂志上发表了 ５ 篇论文 。 其中“解
剖尸体体液和组织中利多卡因的分析研究” ，发
表 在 Journal o f Chromatog raphy ， ２６８
（１９８３） ，３２９ ３３５ ；“血液中可卡因及其主要代
谢物稳定性研究”发表在 Journal o f Chroma‐
tog rap hy ，２４８（１９８２） ，３１８ ３２０ ；“体液和组织
中可卡因及其主要代谢物苯酰多岗宁的 GC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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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S 检验研究”发表在 Journal o f Forensic
Science ， vol ．２８ ，no ．oct １９８３ ，８９４ ９００ ；“解剖
尸体中中性药物的分离和检验研究” ，发表在
Journal o f Analy tical Tox icology ，vol ．５ ．Ju‐
ly／Angust １９８１ ；“解剖尸体体液和组织中 PCP
浓度的研究”发表在 J ．Tox icol Clin ，Toxicol ，
１９（８）８４３ ８５０（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） 。 在这期间 ，我做
了 １ ０００ 多起毒物案件的鉴定工作 ，参加过疑
难案件的会检工作 。 有一起电影明星吸食毒品
的案件 ，由美国六大城市 ，纽约 、芝加哥 、华盛
顿 、旧金山 、迈阿密 、洛杉矶的警察毒物分析室
会检 ，我参加了会诊试验 ，最后我的检验结果被
会诊专家们采纳并作为会诊案件的结论 。为此
洛杉矶法医局 、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毒物研究室
表扬了我 。 １９８２年 ７ 月 ，在我的结业典礼上洛
杉矶县常委给我颁发了结业证书 ，是这样写的 ：

洛杉矶县

鉴于刘耀先生 ，在过去两年中 ，作为访问研
究学者在洛杉矶县法医中心高度显示出其法庭

科学专业技术 ；
鉴于刘耀先生 ，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，作

为政府毒物学研究室的领导 ，具有广博的化学
知识 ，发表了较多有关毒物和毒品分析的论文 ；

因此 ，刘耀先生在洛杉矶法医中心毒物学
研究室从事毒品分析工作期间 ，对法庭科学做
出了很大贡献 ，并受到高度赞扬 ；我们祝刘耀先
生在法庭科学领域继续取得成就 。

迈克尔 D ·安东诺维奇
第五区区长（洛杉矶县常委）

总的说 ，在美国两年访问学者期间 ，感觉收
获还是很大的 ，确实学到了美国的先进技术 。

从美国回来后 ，针对我国毒物药物分析技
术与国外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 ，我认为 ，必须先
解决分析手段 ，即仪器设备的现代化问题 。 当
时美国和联合国的专家说 ，药物和毒物分析 ，没

有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的结果 ，法庭是不予承认
的 ，就是说 GC／MS 对分析结果的认可至关重
要 。 所以 ，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就写信向
所里汇报了这个问题 ，所里和公安部五局批准
了我的建议 ，为毒化室订购了一台现代化的分
析设备 ，色谱 质谱联用仪 （GC／MS） 。 当我
１９８２ 年夏天回国后 ，订购的设备也在 １０ 月份
到货了 。 我参加了安装调试工作 ，因为我在南
加州大学 、洛杉矶法医局就专门使用同样型号
的仪器进行科研和物证鉴定工作 。也是由于这
个原因 ，当时订购仪器并没有派专业人员到国
外公司学习 。 当时订购仪器特别是大型仪器 ，
签订合同时都要签一条派专业人员到仪器公司

培训学习的条款 ，费用包括在仪器购置费中 。
我们节省了这笔费用 。 这台仪器的引入以及在
法庭科学物证鉴定技术领域的应用 ，很大程度
上提高了法庭科学的鉴定水平 。 事实上我们物
证鉴定中心作为公安部直属的机构 ，这里的先
进技术的引入 ，对全国各省 、市地方公安机关 、
法院 、检察院系统的法庭科学或刑事犯罪侦查
技术实验室 ，有指导和示范作用 。 因此这项
GC／MS鉴定技术也很快在公安司法检验系统
获得了全面的推广应用 ，使全国的法庭科学技
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，从整体上提高了国家
的物证鉴定水平 。

第二件主要工作是 ，根据我国刑事技术在
管理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，把质量管理或
者叫标准化方法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。 对法庭科
学的质量控制 、标准化管理 ，世界上发达的国家
非常重视 ，美国这一技术的发展很成熟 ，而当时
我们国家在法庭科学范围内还属空白 。 我回国
后一上班就向领导汇报了这个问题 ，但当时多
数的领导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认识

不到位 ，所以一直推动不起来 。 一直到我当了
二所的副所长 ，主管科研工作后 ，我用了很大的
精力推动这项工作 。一方面向领导和同志们宣
传质量管理 、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 ，抓住一些机
会向部里的主管领导和同志们宣讲 ，同时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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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一个部级科研项目 。 一次联合国禁毒署麻醉
药品实验室的主任渡边先生来二所考查毒品分

析实验室 ，首先就问到毒品毒物实验室有无实
行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管理 。 他说 ，毒物毒品分
析实验室 ，如果没有按质量控制的要求检验 ，结
果数据联合国不予承认 。渡边先生考查完实验
室后 ，我们做了认真的研究 ，所里决定申报毒物
药物分析质量控制标准化科研课题 ，并得到部
科技局批准立项 。 “毒物分析质量控制技术”研
究项目 ，主要是以确定统一分析方法 ，建立实验
室内部质量控制体系 ，定时进行标准定量分析
为目标 。经过 ５ 年的研究 ，我们最终建立起了
８组 ５５ 种常见毒物分析的质量控制方法 ，在使
用内标物和外标物控制 ，以及添加量 、回收率等
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，大大提高了我国毒
物分析整体技术水平和办案质量 ，１９９３ 年该项
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。 为了加快推动刑事
技术标准化工作的发展 ，１９９２ 年 ，我又参与筹
备成立了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，我任副
主任兼秘书长 。 标准化管理是我国科技工作实
施的三大战略之一 ，国家很重视 。 原科技部长
徐冠华就曾指出 ，当今世界 ，谁掌握了标准的制
定权 ，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技术和经济竞
争的主动权 。 可见质量控制 、标准化管理在法
庭科学物证鉴定中的意义 ，现在法庭科学物证
鉴定技术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。 经过十
几年的发展 ，刑事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不仅设立
了法医 、毒化 、理化 、文检 、痕迹等若干分技术委
员会 ，而且在标准的制定 、宣贯等方面发挥了重
要作用 。

１９８４ 年 ４月 ，我被任命为公安部 １２６ 研究
所（公安部第二研究所）的副所长 ，主管科研工
作 ，１９８６ 年又被任命为该所的党委书记 ，仍主
管科研工作 ，以后我又任所长兼党委书记 。 我
对这个云集了众多人才的科研鉴定部门有很深

的感情 ，关注她的发展 ，关注她的未来 。 特别是
当了一把手后 ，我更在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把她
建设好 、管理好 ，为公安科技 、为公安工作多做

些贡献 。 我所在的研究所是在公安部的一个技
术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。 早在 １９５０ 年 ，公安部
行政治安局（三局）刑事侦查处就设立了刑事技
术组 ，１９５２ 年改成刑事技术科 ，１９５５ 年设了刑
事技术处 ，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改建为公安部三局刑
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。 “文革”期间 ，刑事技术部
门被撤销 。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 ，
公安部三局恢复了对全国刑事技术的指导工

作 ，并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了刑事科学技术研究
所 ，命名为公安部一二六研究所 。 １９８４ 年 ，公
安部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序列调整 ，命名为公安
部第二研究所 ，到 １９９４ 年又变成了公安大学的
一个所属机构 。 考虑到这样发展下去 ，研究所
如果成了一个教学的单位 ，就没有精力做研究
和案件的鉴定工作了 ，刑事技术的作用是无法
充分发挥出来的 ，而且从形势发展的要求来看 ，
我们这个鉴定部门越来越离不开实战 ，实战也
离不开我们 ，所以我下决心要推动这个研究所
的发展 。 经过多次向领导宣传 、说服 ，１９９６ 年
在公安部二所基础上成立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

心 ，明确规定其职责任务是 ：承办中央国家机
关 、公安部交办的刑事案件 、民事案件和行政诉
讼案件的物证鉴定和现场勘查工作 ；承办各省 、
自治区 、直辖市公安机关提交的刑事案件的物
证鉴定及复核工作 ；负责制定与物证鉴定相关
的条例和规章制度 ；承担对各省 、自治区 、直辖
市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指导工作 ；承担物证鉴定
人员培训工作等 。 现在 ，物证鉴定中心不仅在
带动全国刑事技术发展方面担负着重要角色 ，
而且每年办理上万起案件 ，为全国公安机关服
务 ，在打击犯罪 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的工作
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。

技术是没有国界的 ，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交
流与合作 。为了把中国的法庭科学技术介绍给
世界 ，也为了学习吸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 ，我一
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法庭科学走向世界 ，希望能
为此做些事情 。 我曾 ９ 次带团出席世界毒物学
家学会学术会议 ，１９８９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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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８ 届世界毒物学家学会上还被吸收为会员 ，被
推选任中国地区代表 。 １９８６ 年在第二届印 太

地区法庭科学会上 ，我被选为常务理事 ，第三届
会上被选为副理事长 。 １９９２ — １９９３ 年参与筹
备召开了第 １３ 届世界法庭科学会议 ，并担任分
会主持人 。 １９９６ 年受联合国禁毒署委托在中
国举办了“世界麻醉药品检验技术研讨会” ，我
被选为主席并主持会议 ，受到联合国禁毒署和
公安部的赞扬 。 我在分管毒物 、药物实验室期
间 ，与联合国禁毒署和我国国家禁毒办公室合
作 ，举办了 １５ 期麻醉药品检验技术培训班 ，培
训中高级毒品检验技术人员 ２２０ 多人 。 １９９９
年 １１ 月应联合国邀请参加亚洲地区毒品专题
讲座会 ，探讨地区禁毒合作方案 。 １９８７ 年 ８
月 ，泛美法庭科学大会授予我“对中国和世界法
庭科学做出突出贡献奖” 。

谈到刑事技术和法庭科学 ，老百姓最熟悉
的莫过于法医了 ，凶杀案件尸体的检验 、伤害案
中人身的检验都离不开法医 。 法医检验是最古
老的一个专业 ，法医队伍也是刑事技术队伍中
最庞大的一支队伍 。 １９８５ 年 ，我们成立了中国
法医学会 。 我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
常务理事 ，在 １９９１年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
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，在 １９９７年第三届全国
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理事长 。 中国法医学会是由
公 、检 、法 、司及卫生 、教育和军队等法医技术人
员组成的专业性学术团体 ，全国现有会员四千
多人（含香港） 。 学会在促进法医病理学 、法医
物证学 、法医毒物学以及法医临床学 、法医人类
学等法医各分支学科的发展 ，提高法医人员的
专业技术水平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。 仅
２ ０００年 ，学会就举办全国法医新技术 、新方法
和标准化 、程序化 、规范化培训班 ３ 期 ，还举办
了中美法庭科学技术交流暨研讨班 。 ２００５ 年
又成功召开了全国第六次法医学术交流会 。 作
为法医学会的主要领导组织者之一 ，我想为学
会的发展和建设多做一些贡献 ，这也是目前我
的一项最主要工作 。

我的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：“做
好人才能做好事 。”我做人的哲学就是诚实厚道
做人 ，踏踏实实做事 。 在求学和工作中感受最
深的 ，一是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 ，不被困难
所压倒 ，这是我下放当农民时体会最深的道理 ；
二是办成一件事 ，一定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，只
要值得干的事 ，即便是要冒很大危险 ，也决不回
头 。 １９８４ 年到 １９９９ 年 ，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
的 １５ 年间 ，我始终坚持不离技术工作 ，既搞管
理也做科研 。 其实 ，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 ，并不
容易 。 这十几年间有几点体会比较深 ：

一是办事真难 。 特别是我当一把手期间 。
这个研究所有 ４２０ 位职工 ，有 １５０ 多位高级技
术人员 ，是公安部一个正局级单位 ，直属部领导
管 ，但又是行政事业编制 ，国家拨款不足 。 这里
承办的都是全国各地送来的重大疑难案件 ，有
的是中央交办的大件 ，比如江青自杀案 、王宝森
自杀案 、李沛瑶被杀案等等 ，有些案件要派人到
现场 ，进行现场勘查 ，对现场上提取的材料要进
行多种手段的分析检验 ，最后做出结论 。 所有
做这些工作都没有收入 ，是免费的 。 而这种鉴
定又需要高科技的手段 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来
支持 ，所以花费很大 。 虽然有一定的办案补助 ，
但并不足 ，怎么办 ？ 还需要搞创收 ，创收的收入
一方面补助科研和办案经费的不足 ，另一方面
要提高大家的收入 。 创收工作难度很大 ，但又
非做不可 。所以我除了搞科研工作外 ，管理的
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为中心搞创收 。 这部分工
作做不好 ，不能立竿见影 ，就留不住人 ，鉴定的
水平就会下降 。 所以要管理好一个 ４００ 多人的
科研办案型单位不是件容易事 ，很多工作都要
想到 、做到 。

二是社会是复杂的 ，要正确看待人情事物 。
有的人是满足不了个人的私利的 ，你给他满足
１０ 件要求 ，第 １１件不满足 ，他就只说第 １１ 件 。
还有的人只跟着权力走 ，在你当所长时 ，他对你
唯命是从 、吹吹拍拍 ，当你不当所长 ，没有权力
时 ，他就跑远了 。 因为我当过所长 ，１９９９ 年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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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不当所长了 ，到 ２００１ 年当了院士 ，这一上一
下又一上 ，对这些事看得清清楚楚 。 我认为这
也是社会的一面 。

三是要注重培养人 。 任何时候 ，一定要培
养人 ，特别是对年青有能力的干部 ，要委以重
任 ，学术上要给年青人压担子 ，让他们多干 ，多
提高自己 。 在这方面 ，我一直在做工作 ，现在还
带着 ４ 个博士 、６ 名硕士 。 我打算在我手上能

多出真正的人才 ，为公安科技事业做贡献 。
当院士后 ，工作比以前更紧了 。 院士有荣

誉 ，也有责任 ，有责任就有压力 。 现在我主持两
项国家课题 ，已完成了国家反恐怖爆炸中长期
规划 ，正在继续完成配套项目的实施工作 。 不
管怎样 ，我要尽力做好工作 ，争取为公安科技的
发展多做一些贡献 。

·８８５·




